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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与乡村研究的再思考
林莉君

摘　 要： 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 乡村问题应该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具体来说， 乡村研究

是历史和社会中的 “人” 之研究的重要议题， 民间信仰仪式研究开辟了传播学对乡村研究的新途径。 作为

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构成， 通过对民间信仰仪式的传播研究， 可以为研究文化的本质、 作用、 产生、 传播

和变迁带来很多启发， 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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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不能脱离于人类传播而存在， 反之， 人类传播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二者是同呼吸、 共命运

的。 正如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 威尔伯·施拉姆 （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 一早就提到的： “在人类生活中，
传播学的大门几乎都向每个角落敞开着。 传播学研究者可以穿过任何一个大门。” ［１］ 也因此， 我们似乎

可以认同部分学者所说的 “传播研究已成为世界景观” 的事实。
然而， 回首过往， 我们不得不说传播研究的视野窄化， 已经陷入窄小的大众传媒以及城市中心主义

偏向的胡同。 看看发源于美国的传播研究， 威尔伯·施拉姆所创建的传播学学科的研究旨趣， 一开始

就关注于广泛的人类沟通， 把传播学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交往活动或社会关系的基础， 欲为建立以

多学科汇聚， 具 “统摄性的传播科学”。 但其后来似乎放弃了原有的尝试， 转而聚焦于狭义的大众传媒

研究， 这也已是传播学界的共知。 之后其他学者亦承继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中心的研究， 进而成为传播

研究的主流。 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 （Ｒａｙｍｏｄ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一早就指出， “大众传播学” 这一

称谓十分有害， 原因之一是它把研究仅仅局限在一些如广播、 电视、 电影以及被误称的 “通俗文学”
等特定的领域， 在研究上产生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局限， 也带来了某种盲目。 他认为， 我们自以为是的

“大众传播” 研究极其严重地损害并扭曲了传播学研究。［２］ 这种长期以来一直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中心的

研究状况虽然在近十余年来随着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兴起逐渐有所改观， 但总体来说仍缺乏理论的自觉

性和系统性。［３］

回观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 从主体上看， 基本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 大众传播研究一开始便

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占有主流地位。［４］究其原因， 一方面跟中国早期传播学学者大都为新闻学背景的

学术经历有关， 自然最关心大众传播研究， 这一说法为传播学界多数学者所认同。① 另一方面， “言必

称西方”、 一切以西方观念为依据的学术情结或也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 这一状况不只存在于传播学

界。 由此， 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 传播学似乎被等同于大众传播研究，② 以至于不少学者对

①

②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 “浙江民间仪式音乐与区域社会———一种传播生态学的视角”
（１５ＤＤ３２）， 以及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项目 “浙江区域 ‘胡公信仰’ 仪式音乐研究” （ＢＳＨ１４０１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

也有学者并不完全认同。 比如胡翼青认为， 大众传播研究迅速成为传播学研究重点的根本原因是， 大众传播可以被直接

运用于当时的社会实践， 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新闻业改革实践。 参看： 走向专业化： 中国大众传播研究 ３０ 年 ［Ａ］ ． 王怡红、 胡翼

青主编 􀆰 中国传播学 ３０ 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９２－３０５．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主要是媒体分析、 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 已有学者对此做过总体的梳理归纳，

其中以胡翼青的陈述较为详实。 具体可参阅： 胡翼青 􀆰 专业化的进路： 中国传播研究 ３０ 年 ［ Ｊ］ 􀆰 淮海工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９ （４）； 胡

翼青 􀆰 走向专业化： 中国大众传播研究 ３０ 年 ［Ａ］ ． 王怡红、 胡翼青主编 􀆰 中国传播学 ３０ 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９２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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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 开始反思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二、 本土化反思： 传播学与乡村研究

本土化反思是传播学界争鸣中最具影响的话题，① 近年来学界更进一步的呼声是： 中国传播研究要

有主体性和问题意识， 要向 “传播本位” 回归。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如刘勇通过反思中国传播学二

十多年的研究， 认为学界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是 “想像力的缺失”， 这其中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缺乏质疑

精神与问题关怀， 研究基点忽略 “人” 本身。［５］吴飞亦提出， 传播学需要关注一些人类普遍关心但没有

解决好的问题， 他认为， 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论偏好， 传播研究的潜能是聚合于传播所赖

以进展的当今社会， 直接地从多重角度分析与批判当今社会。［６］ 诚然， 学术研究的目的终究是服务于人

类自身， 其根本实质当是寻求对人的 “思想” 和 “行为” 的探究。
批判性的反思还体现在部分海外华人传播学者身上。 如执教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的

赵月枝指出， 中国传播学研究都是以媒介为中心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 只研究新闻媒介、 信息媒介， 并没有

把媒介的意义扩展到符号的表达， 更不用说音乐的表达。 而且现在的传播研究忽略农村， 研究与农村

无关， 整个就是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偏见。② 她发问道， 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是农民， 而国内有几个

学者做农村传播研究？ 我们传播研究观照的是什么？［７］作者借其受聘国内长江学者之际， 把 “文化、 传

播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 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她强调说： 跳出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

偏颇去研究传统知识的继承， 是事关当下农村文化领导权重建和农民主体性重建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

执教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的华人传播学者黄成炬， 对其 ２００７ 年撰写的 《媒
介社会学》 一文进行自我反省， 他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由 “媒体本位” 向 “传播本位” 回归， 走向广

义的传播社会学。 他指出， 传播学的立学根基是作为构成人类社会基本要素之一的人类传播实践的普

遍存在， 而这种传播实践并不因媒体的存在而存在， 这里的传播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传播实践，
其本意是人们使用相应的媒介 （大到大众媒介小到人体发声器官及肢体语言） 进行彼此间的交流。 作

者强调说， 传播学不应再囿于传统的媒体与社会之关系的狭隘范畴， 而必须走向更为广阔的传播与社

会之关系的新天地。［３］（３３３－３３４）

上述反思其实已指明了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即 “人” 应该是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历史和社会

中的 “人” 的研究是方向正确的 “人” 之研究的坐标点。 正如米尔斯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在 《社会学的

想象力》 中所强调的命题： 要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 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其基本特征

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 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８］ 所以，
传播应该回归于 “人”， 回归于 “民”， 回归于人类之历史—社会的传播行为而非仅仅限于大众传播媒

体的传播行为， 如果传播学一味在主流框架里打转， 整个传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动。 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的历史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于我们中国而言， 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繁荣之

后， 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中， “三农” 问题凸显， “乡村问题应该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

点之一。” ［９］当然， 这并不是说传播学界没人研究乡村， 事实上， 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深入乡间， 关注

传播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比如郭建斌就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的学者， 自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博士课题研究以

来， 一直深入田野， 坚守于云南、 西藏少数民族乡村的传播研究， 成果颇丰，③ 为学界所关注并提倡。
在他的带领下， 云南大学也有了一批做类似研究的追随者。 但是这一研究路径主要基于传播媒介与乡

３４

①

②

③

传播学界 “本土化” 的思想源头可追溯于 １９８２ 年， 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正式推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论题， 迄今研究成果甚丰。
已有学者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 在此不赘， 具体可参阅： 张威 􀆰 探索与立场： ３０ 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 ［Ａ］ 􀆰 王怡

红、 胡翼青主编 􀆰 中国传播学 ３０ 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４７６－４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赵月枝教授回家乡缙云之际在杭州停留一天， 并与浙江大学传播所部分师生一起相聚畅谈， 笔者亦参

与其中， 这是引自当日的谈话内容。
主要论著有： 郭建斌 􀆰 独乡电视： 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 ［Ｍ］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郭建斌 􀆰 边

缘的游弋： 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 ６０ 年变迁 ［Ｍ］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郭建斌、 冯济海 􀆰 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

志·沙朗东村 ［Ｍ］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２􀆰 郭建斌 􀆰 寻找 “格桑梅朵”： 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

［Ｍ］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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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且并没有在中国主流传播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至少可以说在目前还处于传播学

的边缘地带。①

三、 传播学与民间信仰仪式研究

如果说， 乡村研究是历史和社会中的 “人” 之研究的重要议题， 那么， 民间信仰仪式研究当属传

播学对乡村研究的新途径。
我们已知， 仪式是一个具有理解、 界定、 诠释和分析意义的广大空间和范围， 被认为是一个 “巨

大的话语”，［１０］以至于长期以来一直被人类学家当作观察人类情绪、 情感以及经验意义的工具，［１１］ 并被

视为一种思想和民族志范本的重要对象。 由此， 仪式被国际学术界许多不同领域视作文化分析新样式

的一个重要焦点。 除了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之外， 社会生物学家、 哲学家、 思想史学

家也都转向了把仪式看作文化动力的 “窗口”， 通过这扇窗口人类可以认知和改造世界。［１０］（３）

中国自古称之 “礼仪之邦”， 亦有 “制礼作乐” 之典范， “礼” 已经成为建立华夏文明之文化秩序

的一种象征， 要了解这一古老的文明体亦不能完全撇开仪式。［１２］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从社会看文化，
才可把握真正的活的文化之一面相”， 而 “中国社会形成的主要要素只是 ‘礼’ ”。 “在中国， 最初的

仪式就是人与天相接、 人与神相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和行为。” ［１３］ 这一信仰仪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

心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影响着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观念。 “有礼则不可无乐”，
仪式作为信仰的外向展现， 其中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伴随着整个仪式展现过程的声响 （包括音乐）， 这

些声响在信仰仪式活动中的运用及其功能， 对于我们认识信仰仪式的文化内涵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１４］

中国传统音乐的源起、 生存、 发展和传播， 大都与信仰和仪式行为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 （思想中的）
信仰和 （行为中的） 仪式是大部分中国传统音乐的生存土壤 （或所谓的 “文化语境” ）。［１５］ 这些也已是

当下音乐学界普遍的认知。②

从传播学界来看， 少有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③ 对民间信仰仪式及其音乐展开专门研

究更为少见。 但是发人深省的是， 恰恰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研究， 可以为研究文化的本质、 作用、 产

生、 传播和变迁带来很多启发， 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 民间信仰仪式及其

４４

①

②

③

一些院系和学者在乡村社会的传播研究上做出了一番努力。 如云南大学新闻系在 １９９７ 年建系之初， 携手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 立足于本土展开的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实乃一项较大规模的乡村信息传播研究。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云南大学再度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 开展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 其中有乡村传播

研究成果。 再如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３０ 日， 赵月枝牵头， 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

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国情调研缙云基地、 缙云县政府、 河阳乡村研究院联合主办了 《 “乡村、 文化与传播”
学术周》 暨 《中国批判传播学第二次年会》， 以 “建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 为主题对乡村传播进行了研讨。

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已成为音乐学界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 甚至可以说是一门 “显学”， 其成果丰硕、 影响巨大。 研

究成果中， 虽有部分学者在对仪式音乐个案进行研究的同时亦有涉及传承、 变迁的话题， 但是甚少展开仪式音乐传播的专门研究。
从我国音乐学界的音乐传播研究来看， 主要萌发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于 ９０ 年代进一步探索， 在 ２１ 世纪进入发展期。 研究面向较为

多样， 涉及有古乐流传研究、 音乐传播学的方法与理论思考、 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基于传播学方法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音乐传播的概念与功能思考， 以及音乐传播教学、 大众传媒中的音乐传播、 音乐文化产业、 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等相关研究。 主要

可参看： 修海林 􀆰 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 ［Ｍ］ 􀆰 山东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９； 修海林 􀆰 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

研究 ［ Ｊ］ 􀆰 中国音乐． １９９３ （２）； 薛良、 宋莉莉 􀆰 “音乐传播学” 引言 ［ Ｊ］ 􀆰 中国音乐， １９９３ （１）： ６８－６９； 冯光钰 􀆰 鼓吹乐的

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 ［ Ｊ］ 􀆰 人民音乐， １９９６ （ １）； 冯光钰 􀆰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 “同宗” 现象 ［ Ｊ］ 􀆰 中国音乐， ２００３
（２）； 冯光钰 􀆰 传播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 Ｊ］ 􀆰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 （１）； 曾遂今 􀆰 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

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 ［Ｍ］ 􀆰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９７􀆰
传播学界相关的专门研究虽少， 但不乏关注者。 如邵培仁教授早已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问题， 认为需要 “探

寻和坚守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和核心元素”。 在探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中， 他提出 “寻根主义： 反向的学术探寻与追

溯” 的理论思考。 在研究实践中， 邵培仁教授以中国媒介实践活动中的民俗传播与节日 （庆典） 仪式传播为例， 深入探寻大众传

媒与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意义及关系。 （具体可参阅邵培仁 􀆰 增强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几点思考 ［ Ｊ］ 􀆰 新闻记者，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４； 邵培仁、 林群 􀆰 中华文化基因抽取与特征建模的探索 ［ Ｊ］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２）； 邵培仁 􀆰 华

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 ［ Ｊ］ 􀆰 当代传播， ２０１３ （１）； 邵培仁、 范红霞 􀆰 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 ［ Ｊ］ 􀆰 当代传

播， ２０１０ （３）； 邵培仁、 姚锦云 􀆰 寻根主义： 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 ［ Ｊ］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４），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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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构成， 作为文化记忆的范畴， 研究意义非同一般。 让我们重视中国当今

现实，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民间信仰在民众 （特别是乡

村民众） 的生活中重新蔓延开来， 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趋向。 究竟如何看待和处

理民众生活中民间信仰的存在和流传问题， 实际上一直是政府部门， 特别是我们现行体制下管理者和

思想文化工作者十分棘手的问题。［１６］可知， 民间信仰仪式及其音乐的传播研究当是中国文化现象中非常

重要的、 需要深入认识的问题。
我们已知， 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主要标记是 “信仰体系”。 信仰体系由属于 “思想” 范畴的 “信

仰” 和属于 “行为” 范畴的 “仪式” 组成， 通过解析人类的 “思想” 和 “行为”， 以及 “思想—行

为” 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获得对人类文化或 “人” 的宏观认知， 这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人类文化

研究所探寻的根本实质，［１７］对于传播学学科而言， 亦然。

四、 小 　 　 结

作为三十多年前从国外全新引进的传播学并非承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 我们该如何观照传播学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是一个需要重新反思与自觉的重要命题。 笔者以为， 或许可以用凯瑞的一

段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小结： “我还是希望既不要否认也不要嘲笑大众传播的研究传统……我只想说，
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尚有未竟的使命， 也就是还有第三种看待传播学学术目标的途径。” “研究传

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 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 文化研究的目

标远比其他研究传统来得平实， 它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 也不是把

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 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因此， 至少从文化学常常更忠实

于人的本性和经验这点看， 把传播学的目标设想为文化科学较为适合， 且更具人性。” ［２］（３７）

概而言之， “一个世界， 多种声音”， 一个丰富的世界是由各种在地知识建构起来的。 我们应该推

动在地知识的建构， 推动文化研究的在地化， 让文化研究接上地气， 落地乡村， 让传播学真正走向

“文化研究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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